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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变迁, 员工个人特质、 外部环境均在发生改变, 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升, 对自我价

值的追求和组织带来的归属感导致越轨行为屡见不鲜。 同时, 政策的支持、 组织的包容, 给员工提供了更

多的机会, 让其内心驱动力可以充分转化为实际行动。 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主动动机模型, 探究职场

精神力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并检验工作投入和包容性氛围分别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职场精神力对建设性越轨行为有正向影响; 工作投入在职场精神力与建设性越轨行为

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包容性氛围在工作投入与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丰富

了相关领域研究, 也为组织和员工个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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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创新是第一动力”。 创新已成为组织赢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员工作为

创新活动的发起者, 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90 后、 00 后逐渐成为职场主力军, 这些年轻人敢

说敢做, 在职场中敢于摆脱束缚, 积极发表看法。 在 “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无畏和拼劲以及创新包容的外

部环境的支配下, 员工难免会产生一些角色外的越轨行为。

建设性越轨行为表现出的积极、 有助于个人和组织发展的一面, 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已有研究发现, 建设性越轨行为受个体、 领导和组织层面的影响 (李红和刘洪, 2014)。 已有多项研究证

明, 真实型领导、 自我牺牲型领导、 差序式领导等多项领导特质对建设性越轨行为有影响 (吴士健和杜梦

贞, 2021; 王艳子和王聪荣, 2020; 赵金金, 2019)。 在组织层面, 已有研究表明组织的信任氛围和容错氛

围会直接影响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 (崔智淞
 

等, 2020; 王艳子和赵秀秀, 2020)。 在个人层面, 已有研

究表明, 个人特质和心理状态均会对建设性越轨行为产生影响。 然而, 学者们的研究多聚焦于前者, 仅有

少数学者聚焦于员工的心理状态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并且在已有的少数研究中, 鲜有关于精神力对

越轨行为的研究, 探讨其中的中介机制及作用路径的研究更为缺乏。 综上所述, 进一步探讨职场精神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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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引入包容性氛围作为调节变量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本文将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主动动机模型, 建立职场精神力、 建设性越轨行为、 工作投入、 包容性氛

围之间的关系模型, 探究四者之间的关系。 并且将工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职场精神力、 工作投入和建设

性越轨行为之间的概念模型, 进一步探究职场精神力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路径。 同时引入包容性氛围作为调

节变量, 探究包容性氛围在工作投入与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丰富现有的理论成果。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职场精神力与建设性越轨行为

职场精神力 (workplace
 

spirituality) 最早起源于精神力 ( spirituality) 一词, 随着对精神力的关注度越

来越高, 有学者开始研究精神力在职场中的作用, 职场精神力的概念也逐渐清晰化。 职场精神力是一种超

越性的体验, 通过丰富员工的内心精神体验、 强化工作的意识和目的, 培养与他人的联系感, 来实现精神

需求与工作意义的互动、 个人与组织的融合, 进一步提高员工的精神水平, 实现员工的成长和进步 (王明

辉
 

等, 2009)。 也是在认同工作、 团体以及组织的价值后, 超越自我并随之产生一种互联感的内心体验

(柯江林
 

等, 2015)。 在对职场精神力的测量过程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职场精神力测量量表, 包括工作意

义感、 团队联系感、 个人-组织价值观契合度三个维度 (Milliman
 

et
 

al. , 2003), 后续的研究中多采用此量

表或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改编。 近年来为使研究更具本土化, 国内学者也在逐渐开发中国本土化量表 (柯江

林
 

等, 2014)。 以往关于职场精神力的研究中, 大多数聚焦于结果变量, 从个人和组织两方面对其进行探

究。 从组织角度来看, 职场精神力能够激发组织的创造性, 促进组织绩效提升并转变为持久的组织贡献

(Marques, 2006)。 从个人角度来看, 有研究表明职场精神力会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 邹文篪
 

等,

2015), 促进员工的工作主动性 (李欣玲
 

等, 2018) 和工作投入等 (Riasudeen
 

&
 

Prabavathy, 2011)。 最新

研究发现职场精神力也会正向影响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性行为 (张苏串和陈立新, 2020)。

在研究初期, 学者对员工越轨行为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他们的负面行为, 这些行为会给组织带来消极的

影响 (Bennett
 

&
 

Robinson, 2000)。 近年来, 学者在研究员工越轨行为动机的过程中发现, 除了因为不利

于组织发展的消极想法违反规则之外, 员工也会存在为了坚持积极正确的想法而打破组织规则的情况

(Warren, 2003), 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概念因此被提出。 对建设性越轨行为进行界定时通常有两个角度: 第

一种源于社会标签理论, 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看作是一种超规范的方式, 即通过违背群体规范的方式使

群体受益 (Vadera
 

et
 

al. , 2013); 第二种源于社会失范理论, 认为建设性越轨行为是源自员工个体, 将员

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定义为员工为了提升组织或组织成员的福祉而有意违反群体规范的行为 ( Galperin,

2012)。 尽管学者们对于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 但对于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特点基本达成一

致, 即违背群体规则但遵守更高层次规范、 有利他性、 是一种自愿的角色外行为 (李红和刘洪, 2014)。

建设性越轨行为属于角色外行为的一种, 其中越轨创新、 亲社会违规行为、 主动性行为和组织公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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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都与建设性越轨行为相似, 如表 1 所示, 本文将通过概念对比来进一步理解建设性越轨行为。

表 1　 建设性越轨行为相似概念梳理

概念 定义 相同点 不同点

越轨创新 当员工创新想法受抑制时采取的违反重

要群体规范的创新活动 (蒋瑜洁和徐永

恒, 2023)

具有自发性和利他性, 并且违反

群体规范

越轨创新只关注创新行为, 而建设性越

轨行为还关注员工的日常行为 ( 如前

瞻性行为、 员工建言等)

亲社会违规行为 为了提升组织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福祉,
 

而有意违背组织正式政策、 规章和禁令

的行为 (刘效广和王志浩, 2018)

以提升组织福祉为目的的行为 亲社会行为违背组织正式政策和规章制

度, 而建设性越轨行为既包括违背正式

规章制度、 也包括违背非正式规章制度

的日常行为

主动性行为 主动性行为是旨在改变或改善情境和个

体的一种自发的、 有预见性的行为
 

(胡青
 

等, 2011)

都具备自发性 主动性行为强调的是提前思考和主动计

划的前瞻性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 员工自发地表现出的对组织运营有帮助

的、 有益的工作行为, 并不局限于薪酬

奖罚范围内 (Farh
 

et
 

al. , 1997)

都以维护组织为目标 组织公民行为不会破坏组织规则, 比建

设性越轨行为风险更小

尽管学者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定义不尽相同, 但是其 “违规性、 自愿性、 利他性” 的特点已被达成共

识, 建设性越轨行为不局限于创新活动和正式的规章制度, 具有更大的风险性。 在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测

量过程中, 国外学者开发的三维度 16 题项量表被广泛应用 (Galperin, 2012), 随后其又将量表精简至 10

题项, 进一步突出了建设性越轨行为的 “越轨性”。 目前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开发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的建

设性越轨行为量表, 但开发尚不完善。 影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因素可以分为组织、 领导、 个人三个层

面,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领导因素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包括领导风格, 如自我牺牲型领导、 差序式

领导等, 均会对建设性越轨行为产生影响 (王艳子和王聪荣, 2020; 赵金金, 2019)。 近年来, 学者们更

加关注个人和组织因素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如工作态度 (李红和刘洪, 2014)、 主动性人格 (王琼
 

等, 2021) 等。

现有研究表明职场精神力会对员工的主动性行为产生影响, 团队归属感、 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程度均

对主动性行为起到正向预测作用 (李欣玲
 

等, 2018)。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在交往过程中会产生互惠效应,

当员工感受到组织对自己发出积极信号时, 也会反馈给组织一定的积极行为 (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职场精神力提倡价值认同, 当工作价值目标与组织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时, 员工会感到自己与组

织的步伐一致, 其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得以体现, 个人价值感得到肯定, 这些积极的自我认知会促使员工产

生亲组织行为 (李谷
 

等, 2013)。 另外, 职场精神力强调团队归属感, 团队归属感能让员工感受到与同事

“一家亲” 的情感, 因此会产生提升团队福祉的想法 (李欣玲
 

等, 2018)。 由于存在和谐的团队关系,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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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提出的想法就会更加发散和开阔, 即使员工作出越轨行为也会得到组织内其他成员的支持, 因此会促进

其产生建设性越轨行为。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职场精神力对建设性越轨行为有正向影响。

(二) 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从工作投入的概念被提出以来, 不断有国内外学者对工作投入展开研究。 工作投入作为一种行为动机,

意味着能够将个体资源运用到工作中, 当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积极反馈时, 其敬业精神就会被激发。 因

此, 工作投入被定义为员工通过控制自我行为达到自我角色与工作角色认知相融合的认知状态 ( Kahn,

1992)。 表现在行为层面上, 工作投入既代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和努力程度, 也体现了员工对于组织所安

排工作的热爱程度 (高贵德
 

等, 2021)。 整合概念之后, 工作投入被认为是一种多维行为动机, 是个体在

工作中连接个人特质、 组织因素和工作绩效之间的桥梁 (Rich
 

et
 

al. , 2010)。 因此,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研究工作投入的 “桥梁作用”。 有研究证实了工作投入在职场排斥和职外绩效之间、 领导风格和员工积极

工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王艳子和王聪荣, 2020; 李锐, 2010)。 对于工作投入的测量, 较为常用的工

作投入量表中包括活力、 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 (Schaufeli
 

et
 

al. , 2006)。 国内学者通过引入国外文献的量

表开发出中国情境下的工作投入量表, 并在教师群体样本测试中取得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张轶文和甘怡

群, 2005)。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当组织或者工作为员工带来的是积极的、 有意义的、 幸福的状态时, 就会促进员

工产生工作激情 (Bandura, 1986), 即感受到组织所提供的是正向反馈时, 由于产生互惠互利原则, 员工

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予组织一定正向反馈, 此时员工工作主动性会有所提高, 会自主在工作当中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 工作投入包括活力、 奉献和专注三个方面。 首先, 职场精神力会给员工带来幸福感 (邹

文篪
 

等, 2015), 员工从工作中获得积极情感, 就会有足够动力在工作中保持活力, 工作激情因此被激发。

其次, 职场精神力促使员工追求有价值感的工作, 会让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 富有创造力、 追求工作带来

的荣誉, 因而会投入更多精力在工作中。 最后, 职场精神力可以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产生 (张同全
 

等,

2017)。 良好的组织氛围可以帮助员工集中注意力, 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有助于员工提升工作效率。 因此,

本文认为职场精神力对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是一种存在风险的违规行为, 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在动力驱使, 员工不会轻易实施

这种高风险行为 (Parker
 

et
 

al. , 2010)。 当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时, 工作对员工的召唤会增加其使命感

和责任感, 为员工注入强劲的 “能量动机”。 工作投入使员工具有更高的职业精神和道德准则, 即使面临

被领导批评、 被同事排挤的风险, 由于对提升组织福祉的追求已远超过其对 “小我” 利益的关注, 在强

大动力的驱动下, 员工更容易作出建设性越轨行为。 因此本文认为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具有正向

影响。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 首先, 由能力动机可知, 取得成功的信念或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尤其重要 ( P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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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 2010)。 职场精神力体现出来的价值感让员工在工作中会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带来的

积极体验会促使员工更加主动地投入工作中, 工作投入的员工具有更加充沛的活力, 有足够的能力动机促

进其产生建设性越轨行为。 其次, 由原因动机可知, 个人需要有令自己信服的理由才会选择或坚定目标

(Parker
 

et
 

al. , 2010)。 建设性越轨行为具有违规性, 如果没有勇于冒险的精神和打破常规的勇气作为支

撑, 则难以付出行动。 职场精神力体现了员工的团队归属感, 对于组织依附的感知会激发员工的工作投入,

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投入越多, 对组织的责任感和占有感就越强。 在较高的内在动机驱使下, 员工会通过产

生建设性越轨行为为组织带来更多福祉。 最后, 职场精神力体现了员工有着更高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

愿望, 这种被激活的积极情感更能激发主动性行为, 增加能量动机 (Parker
 

et
 

al. , 2010)。 对于自我超越

的渴望使员工难以安于现状和循规蹈矩 (李欣玲
 

等, 2018), 员工会因此而在工作中投入更多, 并且愿意

作出额外付出, 此时他们的能量动机被激活, 不满足于现有的组织环境和规则制度, 从而会作出建设性越

轨行为。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
 

工作投入在职场精神力与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三) 包容性氛围的调节作用

随着劳动力队伍的多样化发展, 对多样化员工的管理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较为关心的话题。 在管理实

践过程中发现, 强调平等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群体差异性或员工个性的发展, 个体优势无法得到充

分发挥 (Miller, 1998), 因此学者们提出包容性管理的概念。 包容性管理包括包容型领导、 包容性氛围和

包容性实践三部分 (Shore
 

et
 

al. , 2011)。 可以从组织和个人两个角度对包容性氛围进行定义。 从组织的角

度来说, 包容性氛围是一种组织文化, 其定义为存在差异的个体可以感受到平等、 互相尊重的组织氛围

(Wasserman
 

et
 

al. , 2007)。 从个人角度来说, 包容性氛围更加关注员工在组织中的主观心理感受, 它被定

义为组织内部实现雇佣公平、 差异整合以及决策包容的一种组织氛围 (Nishii, 2013)。 对于包容性氛围的

测量, 常用的包容性氛围量表根据定义将其分为雇佣公平、 差异整合和决策包容三个维度 (Nishii, 2013)。

国内学者提出在中国情境下将包容型氛围分为求和与存异两个维度, 但并未开发出相应量表 (许梅枝和张

向前, 2018)。 由此可见, 对包容性氛围量表开发方面研究相对比较匮乏。

已有研究发现, 一方面, 包容性氛围能够促进员工创新行为、 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 (张苏串和陈立

新, 2021; Acquavita
 

et
 

al. , 2009); 另一方面, 包容性氛围强调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实现

创造组织绩效的前提下, 能够接纳不同个性、 不同价值观的员工, 鼓励互相尊重、 彼此宽容 (许梅枝和

张向前, 2018) 。 同时, 包容性氛围作为环境因素, 在包容性更高的组织氛围中, 文化多样性更能够激

发员工和团队的创造力 (Li
 

et
 

al. , 2017)。 因此本文推测, 包容性氛围在工作投入与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

具有调节作用。 在更加包容的组织环境中, 员工的工作自主性更强, 会增强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

影响。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 在高包容性氛围的组织中, 员工能够发挥多样化的个体优势充分展现自我 (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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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和张向前, 2018), 在工作中有更多的机会和自我发挥空间, 能力动机被充分激发。 工作投入使员工处

于一种积极情感被激发的状态 (郭钟泽
 

等, 2019), 因而在包容、 自由的组织中, 为更好地发挥个体优势、

展现个体价值、 提升组织福祉, 工作投入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加强。 同时, 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 多数员工奉行 “尊卑有序, 安分守己” 的原则, 而在高包容性氛围的组织中, 员工所提出

的不同意见和质疑不会被当作对组织规范权威的挑战或者对领导的僭越,
 

反而被看作是一个增值的建议

(Morrison
 

&
 

Milliken, 2000), 不用担心组织不支持或者其他同事排挤打压。 因此, 员工有足够的能量动机

投入工作, 在工作时心理安全水平更高, 更容易产生建设性越轨行为。 相反地, 在低包容性氛围的组织中,

环境压力的作用迫使员工顺从, 员工投入工作时产生的积极想法难以得到支持和尊重, 会产生较大的心理

压力 (徐云飞
 

等, 2021)。 此时员工处于一种心理不安的状态, 认为作出越轨行为的风险较大, 导致工作

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减弱。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
 

包容性氛围在工作投入与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即当组织包容性氛围较高时, 工

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将会增强; 当组织包容性氛围较低时, 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

正向影响将会减弱。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图 1 所示的概念模型。

H2

职场精神力

H1

H3(+)

工作投入 建设性越轨行为

包容性氛围

(+)(+)

图 1　 概念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调研对象为企业员工, 以问卷形式进行样本收集。 最终回收问卷 336 份, 剔除回答时间小于

100 秒及作答时全部选择同一选项或有明显特征规律的样本 47 份, 并排除工作年限在一年及以下的样本 24

份, 最终将 265 份样本纳入统计分析, 样本有效率为 78. 8%。

(二) 变量测量

对职场精神力的测量采用米利曼等 (Milliman
 

et
 

al. , 2003) 开发的测量量表, 包括工作意义感、 团队

联系感、 个人-组织价值观契合度三个维度, 共 12 个题项, 例如 “我的工作与我生命中看重的价值息息相

关” “我的成长与组织目标紧密相连”。 本次研究中, 该量表的测量信度为 0.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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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测量采用加尔佩林 (Galperin, 2012) 开发的 10 题项量表, 题项包括 “为了让我

的工作更好地进行, 我会试图绕过或打破组织规则” “为了提高工作流程的效率, 我没有听从领导的指

令”。 本次研究中, 该量表的测量信度为 0. 893。

对工作投入的测量采用肖费利等 (Schaufeli
 

et
 

al. , 2006) 开发的 9 题项工作投入量表, 包括活力、 奉

献和专注三个维度, 例如 “在工作中, 我感到自己迸发出能量” “我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 本次

研究中, 该量表的测量信度为 0. 888。

对包容性氛围的测量采用西井 (Nishii, 2013) 开发的 15 题项量表, 包括雇佣公平、 差异整合和决策

包容三个维度, 题项包括 “我们的部门文化是倡导员工欣赏彼此在工作中存在的差异” “我所在的部门,

员工提出的见解会被用来重新思考或定义工作实践”。 在本次研究中, 该量表的测量信度为 0. 926。

本文通过对工作投入和建设性越轨行为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 整理了相关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

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能会被性别、 年龄、 学历、 工作年限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所影响 ( Vadera
 

et
 

al. ,

2013)。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单位性质等变量会对工作投入产生影响 (Hur
 

et
 

al. , 2017)。 已有研究发

现, 家庭因素也会对工作投入产生影响 (徐艳和朱永新, 2007)。 因此, 本文选取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

度、 工作年限、 单位性质、 婚姻状况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 样本中男女比例相对均等, 女性人数略高于男性人数。 受

教育程度大多数为本科, 人数占比达到 57. 0%。 由于调查群体相对比较年轻, 25 岁及以下的调查对象有 63

名, 占比接近四分之一, 26 ~ 35 岁的调查对象有 109 名, 占比 41. 1%。 因此, 调查对象的工作年限集中在

1 ~ 10 年, 占比达到 80%, 并且未婚未育的调查对象最多, 分别占比 51. 3%和 55. 8%。 在 265 名调查对象

中, 有 44. 5%的普通员工、 32. 1% 的基层管理人员、 20. 8% 的中层管理人员、 2. 6% 的高层管理人员:

14. 3%来自政府或事业单位, 32. 1%来自国有企业, 47. 6%来自民营企业, 6. 0%来自外资企业。

表 2　 样本基本特征分布

变量 指标含义 频数 百分比 / %

性别 男 128 48. 3

女 137 51. 7

年龄 25 岁及以下 63 23. 8

26~ 35 岁 109 41. 1

36~ 45 岁 73 27. 5

45 岁以上 20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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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指标含义 频数 百分比 / %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24 9. 1

大专 60 22. 6

本科 151 57. 0

研究生及以上 30 11. 3

工作年限 1 ~ 5 年以内 139 52. 5

5 ~ 10 年以内 73 27. 5

10 年及以上 53 20. 0

工作职位 普通员工 118 44. 5

基层管理人员 85 32. 1

中层管理人员 55 20. 8

高层管理人员 7 2. 6

单位性质 政府或事业单位 38 14. 3

国有企业 85 32. 1

民营企业 129 47. 6

外资企业 16 6. 0

婚姻状况 已婚 125 47. 2

未婚 136 51. 3

其他 4 1. 5

未成年子女数量 0 148 55. 8

1 个 100 37. 7

2 个及以上 17 6. 4

(二) 效度检验

表 3 为本文问卷的效度, 四个变量的 KMO 值分别为: 职场精神力为 0. 880, 建设性越轨行为 0. 914,

工作投入为 0. 897, 包容性氛围为 0. 944。 KMO 值均大于 0. 8, 显著性为 0. 000 (小于 0. 005), 说明问卷整

体具备良好的效度。

表 3　 问卷的效度情况

量表名称 职场精神力 建设性越轨行为 工作投入 包容性氛围

KMO 值 0. 880 0. 914 0. 897 0. 944

Sig.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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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源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哈曼 ( Harman) 单因子检验来进行同源方差检验。 如表 4 所示, 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32. 599%, 低于 40%的参考值, 因此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法偏差问题, 具备一定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表 4　 同源方法偏差检验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4. 996 32. 599 32. 599 14. 996 32. 599 32. 599

(四) 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 5 可知, 职场精神力与建设性越轨行为 ( r = 0. 277, P<0. 001) 相关, 职场精神力与工作投入

( r= 0. 566, P<0. 001) 相关, 工作投入与建设性越轨行为 ( r = 0. 447, P<0. 001) 相关, 包容性氛围与工

作投入 ( r= 0. 730, P<0. 001) 和建设性越轨行为 ( r= 0. 338, P<0. 001)
 

均相关。

以上结果说明自变量职场精神力与因变量建设性越轨行为存在相关性, 自变量职场精神力与中介变量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与因变量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 调节变量包容性氛围与工作投入和建设性

越轨行为也存在相关性。 初步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

表 5　 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职场精神力 建设性越轨行为 工作投入 包容性氛围

职场精神力 3. 90 0. 566 1　 　

建设性越轨行为 3. 17 0. 843 0. 277∗∗∗ 1　 　

工作投入 3. 60 0. 770 0. 566∗∗∗ 0. 447∗∗∗ 1　

包容性氛围 3. 72 0. 688 0. 662∗∗∗ 0. 338∗∗∗ 0. 730∗∗∗ 1

　 　 注:∗ 、∗∗ 、∗∗∗分别表示在 5%、 1%和 0. 1%的水平上显著, 后表同。

(五) 假设检验

根据表 6 可知, 职场精神力对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β = 0. 448, P<0. 001), 假设 H1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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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直接效应检验

变量
建设性越轨行为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间上限 置信区间下限

常数项 1. 795∗∗∗ 0. 556 3. 226 0. 001 0. 699 2. 891

职场精神力 0. 448∗∗∗ 0. 089 5. 034 0. 000 0. 273 0. 623

R2 0. 111

R
—2 0. 087

F 4. 595∗∗∗

由表 7 和表 8 可知, 职场精神力对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β= 0. 774, P
 

<0. 001), 工作投入对建设性

越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β= 0. 518, P
 

<0. 001), 工作投入在职场精神力与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

用。 即职场精神力能够促进员工工作投入, 进而促进员工产生建设性越轨行为, 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 (一)

变量

工作投入 建设性越轨行为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

间上限

置信区

间下限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

间上限

置信区

间下限

常数项 0. 669 0. 431 1. 554 0. 121 -0. 179 1. 518 1. 638∗∗∗ 0. 456 3. 593 0. 000 0. 740 2. 536

职场精神力 0. 774∗∗∗ 0. 069 11. 238 0. 000 0. 639 0. 910

工作投入 0. 518∗∗∗ 0. 061 8. 479 0. 000 0. 398 0. 639

R2 0. 360 0. 237

R
—2 0. 342 0. 216

F 20. 608∗∗∗ 11. 406∗∗∗

表 8　 中介效应检验 (二)

变量

建设性越轨行为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

间上限

置信区

间下限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

间上限

置信区

间下限

常数项 1. 795∗∗∗ 0. 556 3. 226 0. 001 0. 699 2. 891 1. 468∗∗ 0. 518 2. 831 0. 005 0. 447 2. 489

职场精神力 0. 448∗∗∗ 0. 089 5. 034 0. 000 0. 273 0. 623 0. 070 0. 101 0. 691 0. 490 -0. 129 0. 268

工作投入 0. 489∗∗∗ 0. 075 6. 539 0. 000 0. 342 0. 636

R2 0. 111 0. 238

93



2023 年第 4 期 于冰: 职场精神力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表8(续)

变量

建设性越轨行为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

间上限

置信区

间下限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

间上限

置信区

间下限

R
—2 0. 087 0. 215

F 4. 595∗∗∗ 10. 020∗∗∗

由表 9 和表 10 可知, 包容性氛围具有调节作用, 可以增强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作用。 也

就意味着, 在高包容性氛围的组织中, 积极投入工作的员工更容易作出建设性越轨行为。 包容性氛围在工

作投入与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即当组织的包容性氛围处于低水平时, 工作投入对员工建

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减弱; 当组织的包容性氛围处于高水平时, 工作投入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

向影响增强。 因此, 假设 H3 得到验证。

表 9　 调节效应检验 (一)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常数项 3. 393
 

9∗∗∗ 0. 579
 

7 5. 854
 

2 0. 000
 

0 2. 252
 

2 4. 535
 

6

工作投入 0. 537
 

9∗∗∗ 0. 093
 

1 5. 779
 

5 0. 000
 

0 0. 354
 

6 0. 721
 

2

包容性氛围 -0. 000
 

8 0. 118
 

7 -0. 006
 

6 0. 994
 

8 -0. 234
 

6 0. 233
 

1

工作投入×包容性氛围 0. 159
 

4∗ 0. 069
 

8 2. 282
 

9 0. 023
 

3 0. 021
 

9 0. 297
 

0

表 10　 调节效应检验 (二)

包容性氛围 水平值 效应 标准误 置信区间上限 置信区间下限

低水平 -0. 688
 

0 0. 331
 

5 0. 095
 

7 0. 150
 

3 0. 525
 

6

均值 0. 000
 

0 0. 416
 

4 0. 090
 

5 0. 255
 

5 0. 610
 

7

高水平 0. 688
 

0 0. 501
 

3 0. 102
 

8 0. 321
 

0 0. 728
 

3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职场精神力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通过相关性分析和线性回归模型, 验证了职场

精神力会促进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产生。 本文研究结果与李欣玲等 (2018) 提到的 “职场精神力会促进

员工产生主动行为” 结果一致。 组织发展与个体息息相关, 职场精神力体现了员工与组织的融合, 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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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感受到积极的职场环境, 产生亲组织动机, 进而产生建设性越轨行为 (张苏串和陈立新, 2021)。

同时, 基于文献研究以及回归分析, 本文探讨了职场精神力、 工作投入和建设性越轨行为三者之间的

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职场精神力对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 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有正向影响,

工作投入在职场精神力与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文解释了领导风格通过影响员工工作投入激

发员工的积极工作行为、 工作投入在职场排斥和职外绩效之间起桥梁作用 (李锐, 2010) 等观点。 职场精

神力使员工拥有更高的工作专注度, 员工感受到积极的职场环境, 在工作中获得归属感和满足感, 能够更

加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 进而产生主动动机, 作出建设性越轨行为。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职场精

神力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作用机制。

另外, 本文验证了工作投入、 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包容性氛围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氛围在

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当组织处于高包容性氛围时, 组织不仅鼓励员

工保留个性、 开拓思维, 而且能真正接纳员工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质疑, 给予员工平等的支持, 消除员工的

不安和压力 (张苏串和陈立新, 2021), 在此工作环境下, 员工的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

增强。 相反地, 当组织处于低包容性氛围时, 环境的不安全使员工心理压力更大 (徐云飞
 

等, 2021), 导

致员工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减弱。

(二) 理论贡献

首先, 丰富了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研究。 建设性越轨行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已有研究发现其

受到个人因素、 组织情境因素和领导风格的影响 (李红和刘洪, 2014)。 以往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普遍关注

组织情境因素和领导风格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聚焦于个人层面的研究多数停留在个人特质方面, 鲜

有研究关注员工情绪变量以及精神层面因素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 Vadera
 

et
 

al. , 2013)。 然而, 越来

越多的员工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工作体验, 组织也对员工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 本文探究职场精神力对建

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以此来丰富个体精神层面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研究。

其次, 探究了职场精神力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 补充了将工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 工

作投入是组织环境特质、 领导特质、 员工个人特质与积极行为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 (王艳子和王聪荣,

2020; 李锐, 2010)。 本文解释了工作投入在职场精神力与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丰富了工

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对员工积极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最后, 拓展了对组织氛围研究的新视角。 已有研究表明, 组织的信任氛围 (崔智淞
 

等, 2020) 和容错

氛围 (王艳子和赵秀秀, 2020) 等组织氛围会直接影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以往对包容性氛围的研究更

加关注其结果变量 (张苏串和陈立新, 2021; Acquavita
 

et
 

al. , 2009), 而本文引入包容性氛围这一组织氛

围, 旨在探究其在工作投入与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组织的包容性

氛围水平不同, 员工工作投入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不仅证实了组织氛围具有调节

作用, 还进一步丰富了包容性氛围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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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践贡献

首先, 为企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对企业而言, 提到越轨行为时, 通常都聚焦于其破坏性行为, 但通过

研究发现, 建设性越轨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福祉, 帮助企业提高绩效。 因此, 越轨行为存在双刃剑效应,

企业需要提升对越轨行为的认知, 关注如建设性越轨行为等积极行为。 一方面, 企业要在实践中规避消极

越轨行为的出现; 另一方面, 企业应关注那些积极投入工作、 具有较高精神力的员工, 并在创新方面给予

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鼓励其打破传统思维、 大胆开拓创新。

其次, 为领导者管理下属开辟新路径。 对领导者而言, 由于职场精神力是员工工作投入和建设性越轨

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 除员工自身的工作使命感、 信念感之外, 领导者也应该提升自身的精神力, 努力成

为精神型领导。 同时, 还要营造出包容的组织氛围, 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员工, 使员工在和谐的组织氛围中,

更好投入工作进而作出促进组织发展的行为。

最后, 为员工成长开拓新视野。 员工成长除了知识技能方面的提升外, 精神力的培养也十分重要。 员

工职场精神力的提升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作投入, 当个人价值与组织价值观保持一致时, 员工在组织中就会

有归属感, 进而为组织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时, 若员工处于高包容性氛围的组织环境中, 其会借助

和谐友好的组织氛围、 开放包容的组织环境, 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协同发展。

(四) 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 在研究过程中, 本文纳入调查的样本较少, 回收渠道比较单一。 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通过多种

来源收集数据, 尽量避免由于个人主观意见造成的偏差。 其次, 对于职场精神力的研究起源于国外, 尽管

已经逐步开展在国内的本土化研究, 但大多数学者选择的成熟量表都是在西方情境下开发出来的。 在本文

的研究过程中发现, 使用西方量表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文化差异,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开发适合中国本土

化情境的量表, 使研究更具备本土意义。 最后, 在探究职场精神力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时, 仅关

注了工作投入这一条路径, 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继续探究职场精神力是如何通过其他路径对建设性越轨

行为产生影响的, 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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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employee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chan-

ging,
 

employees'
 

enthusiasm
 

is
 

increasing,
 

the
 

pursuit
 

of
 

self-worth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brought
 

by
 

the
 

organ-

ization
 

leads
 

to
 

" deviant"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the
 

support
 

of
 

policies
 

and
 

the
 

tolerance
 

of
 

the
 

organization
 

provide
 

employee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so
 

that
 

the
 

inner
 

driving
 

can
 

be
 

fully
 

transformed
 

into
 

practical
 

actions.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model
 

of
 

proactive
 

motiv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work-

place
 

spirituality
 

on
 

constructive
 

deviant
 

behaviors,
 

and
 

establishes
 

two
 

research
 

paths: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
 

engag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clusive
 

climat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workplace
 

spir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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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nstructive
 

deviant
 

behavior;
 

work
 

engagemen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constructive
 

deviant
 

behavior;
 

and
 

inclusive
 

climate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engagement
 

and
 

constructive
 

deviant
 

behavior.
 

Finally,
 

this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in
 

the
 

related
 

fields
 

and
 

also
 

provides
 

certain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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